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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压舱石”的演变进程、
内在动力与未来走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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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学界与媒体早已广泛使用“压舱石”一词来描述中美经济关系，但是对于国

际关系中“压舱石”的概念界定、演变动力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尚未进行深入探讨。本

文将“压舱石”定义为“能够在危机中维持两国或多国关系整体稳定的，某一问题领

域中的国家间均衡关系”，并通过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压舱石”演变的历史

进程，发现经济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长期性“压舱石”正在国际结构作用下面临消

解；同时，恐怖主义、金融危机等非传统安全的“阶段性”压舱石也早已在问题领域

的陈旧化和常态化的过程中不复存在。本文还提出了六种中美关系再次出现稳定“压

舱石”的情形，并对未来中美关系做出展望。

关键词：中美关系 “压舱石” 经济关系 危机

在中美相对实力差距加速缩小的宏观背景下，美国对华战略框架正在发生重

大调整，其传统的“接触+遏制”框架正在加速向单纯“遏制”框架转变。[1]但

是，由于中美两国在建交以来的四十年中形成了深刻的利益捆绑，美国要增加转

变对华战略框架的灵活性，就必须先实现重大利益相关领域的彼此“脱钩”，这

是特朗普政府发起对华贸易战的重要战略背景。2018年以前，中美两国都将两

国经济关系，尤其是贸易关系视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在贸易战开始前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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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2017年，美国财政部前部长亨利·保尔森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经济峰

会上仍然表示，“尽管有很多不确定性，中美经济关系仍是两国关系最坚定的

‘压舱石’。我认为两国都从近 6000亿美元的经贸关系中获益”；[1]而对外依存度

更高的中国则从 2013年以来，便始终将两国经济关系定位为两国关系“压舱

石”，并不断加码。[2]然而，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却旨在松动为两国关系压舱

多年的经济关系，这是一种中美建交四十年来从未出现过的重大战略现象，而在

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之前，极少有人对此现象提出学理层次的预判，这说明学术

界对于国际关系领域中“压舱石”的概念界定、作用原理、历史渊源、演变动力

等方面的系统性关注存在一定的不足。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从战略角度回答

以下问题：什么是国际关系中的“压舱石”？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在历史上如

何演变？其演变动力为何？未来中美关系中是否还会出现新的“压舱石”？

“压舱石”概念的模糊指向与评述

尽管学术界和媒体经常使用“压舱石”一词来类比某种对两国或多国关系具

有稳定作用的客观存在，但却并没有对“压舱石”的概念边界和作用原理做出详

细说明。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和政策界对于“压舱石”只有四个模糊的概念指向。

第一，“压舱石”是一个或多个问题领域中的国家间关系。比如，至少在

2018年之前，中美两国都认可经济关系为两国整体关系的“压舱石”。在古典结

盟理论中，安全领域存在的共同强敌会促使两国或多国形成安全上的相互依赖，

乃至相互依存的关系，比如中国历史上的合纵联盟、吴蜀联盟，西方历史上的反

拿破仑联盟、一战前的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等。这种互助性的安全关系也经常被

视为维持两国或多国关系稳定的客观存在。

第二， “压舱石”是两国或多国的明确共识。如果只有一国认为某种问题

领域中和他国的关系可以维持本国与他国整体关系的稳定，而其他一国或多国并

不如此认知，则不能认为这一“压舱石”真实存在。比如，之所以有学者对目前

[1] “中外人士：经济合作仍然是中美关系‘压舱石’”，2017年 3月 18日，参见网页：http://www.
xinhuanet.com/2017-03/18/c_1120652271.htm[2019-02-11]。

[2] “习近平：经济是中美关系‘压舱石’”，2013年 3月 20日，参见网页：http://theory.people.com.
cn/n/2013/0320/c49150-20849001.html[2019-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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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济关系的“压舱石”地位表示担忧，[1]也正是因为美国的行动说明其单方

面不再认可中美经济关系的这一地位。事实上，正是在经济关系“压舱石”地位

动摇之后，美国开始对华释放中美建交以来最为强烈的“全面战”信号。副总统

迈克·彭斯在其演讲中批判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内政外交政策，甚至直接声称“中

国的扩张性（在本周）暴露无遗”，“中国一直在试图干扰我们即将到来的 2018
年中期选举”，[2]这充分说明美国已经从心理上做好了搬开“压舱石”的准备。要

确定某一问题领域的“压舱石”地位需要双方或多方共识，而要降低或改变其地

位，却只需要其中一方否认即可。可见“压舱石”是一种主体间概念，非一厢情

愿可以支撑。

第三，“压舱石”的存在可以确保两国或多国整体关系的底线高于全面敌

对。从字面含义上讲，“压舱石”是为了防止空船在航行中翻船而放置于船舱，

保证船的重心低于水面的稳定器。依据类比逻辑，一旦两国或多国关系因某种结

构性或内生性原因而对彼此的身份建构发生质变，无限趋近于全面敌对，则彼此

之间的敌对意向有极大可能诱导两国在某一领域产生剧烈冲突，进而破坏整体稳

定大局，使两国关系的船体在“风浪”中“翻船”。[3]换言之，“压舱石”的作用

方式不是解决一件件具体危机，而是在具体危机发生时，使两国关系不会因敌对

因素的冲击而开启危险的身份建构进程。

第四，“压舱石”维持整体关系稳定的方式是保持两国或多国在问题领域中

同时实现客观态势和主观认知的双重均衡。比如，如果两国或多国关系的“压舱

石”是在共同安全威胁下形成的互助关系，那么除了客观上结盟合作、维持均势

的安全均衡之外，这些国家必须认可公共敌人对所有国家的威胁程度几乎相当，

如果至少有一方认为公共敌人对本国威胁压力过重或过轻，则有可能单方面采取

打破均衡局面之举，或自相吞并，或投靠强敌。再比如，如果两国或多国关系的

“压舱石”是共同经济利益吸引下形成的互利关系，那么除了客观上形成分工合

[1] 韩永辉、张帆、李子文：“中美经贸关系演进的现状、动因与对策”，《战略决策研究》，2018年
第4期，第28~30页。

[2] “副总统迈克·彭斯就本届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发表讲话”，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网站，2018
年10月4日，参见网页：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remarks-by-vice-president-pence-on-the
-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china-2-zh/ [2019-02-11]。

[3]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Kennedy School, “U.S.-China 21, the Future
of U.S.- China Relations under Xi Jinping: Toward a New Framework of Constructive Realism for a Common
Purpose”, Summary Report, April 2015,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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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互利共赢的利益均衡之外，这些国家必须全都认可双方从稳定互利关系中的

经济或社会收益大体相当，如果有至少有一方对本国绝对或相对收益不满，则互

利关系将不足以维持稳定局面。

因此，综合不同的概念指向，国际关系中的“压舱石”可以被定义为“能够

在危机中维持两国或多国关系整体稳定的，某特定领域中的国家间均衡关系”。

其内涵是某一问题领域中的国家间关系，其外延是两国或多国的整体关系。这里

需要强调两点：一是“压舱石”的可移除性问题。问题领域内两国关系的客观态

势往往无法实现量化，达到绝对均衡，因此才会出现主观认知差异的问题。“压

舱石”本身暗含了理性人假设，却又易被国际关系中的错误知觉所影响。在主观

认知的变量干扰下，客观态势的均衡程度和“压舱石”本身的稳定程度没有必然

的线性对称关系；反之亦然，客观情况的变化也会干扰平衡的主观认知。如前文

所述，当“压舱石”关系中一方掣肘，“压舱石”即不复存在。因此，国际关系

中不存在永恒的“压舱石”，国家在易于维持理性的问题领域有可能更为持久地

维持与他国的“压舱石”关系。二是不同“压舱石”之间的独立性问题。国家间

关系中可能存在不止一块“压舱石”，即两国或多国可能在很多问题领域都存在

对整体关系起到稳定作用的均衡关系。本文主要探讨“压舱石”对整体关系的作

用，假设不同“压舱石”之间的关系相互独立。至于不同“压舱石”之间的相互

作用关系，则不在本文研究范围内。

基于上述“压舱石”定义，本文将“从普遍到特殊”，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的中美关系“压舱石”的演变进程进行观察，进而分析其“压舱石”演变的内在

动力因素，并对未来中美关系“压舱石”的走向作出相关预判。

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压舱石”的演变轨迹

对中美关系“压舱石”演变轨迹的观察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两国关

系中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压舱石”；第二，除长期“压舱石”之外，是否存在

某些阶段性“压舱石”；第三，要证明某一问题领域中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地

位，则必须在危机发生时，观察两国维持理性的依据是否主要集中在“压舱石”

所在领域的两国关系。因此，在中美关系不同的历史阶段中，首先要根据问题领

域的重要性和利益捆绑的深度或趋势，提出关于“压舱石”的假设，其次要根据

危机时刻两国的反应验证假设，最后要从被验证的“压舱石”假设中对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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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阶段性存在的“压舱石”进行分类，绘制中美关系“压舱石”的光谱全貌。

根据中美关系的友好程度和国际社会的明显标识，可以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

美关系分为四个时期。

（一） 卡特、里根时期（1977－1989）
假设1：经济关系、安全关系为本阶段中美关系“压舱石”

卡特时期是中美关系进入全新阶段的起点，经过尼克松时期的破冰阶段，中

美两国经过七年的曲折谈判，最终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在1979年1月邓小平访

美前后，中美两国的经济和安全关系都发生了质变。尤其“在访问期间，邓小平

及其访问团成员与美国政府进行了广泛的会谈，并在平等、互利和互惠的基础上

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囊括农业、能源、文化、空间、卫生、环境、科学、攻城等

领域及其管理、教育和人员交流等方面”。[1]邓小平还把科学技术交流提高到了战

略层面，希望引进美国的先进技术推动国内生产力发展。[2]同时，在卡特总统的

坚持下，美国国会于1980年批准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3]经济关系的密切发展也

使中美两国在教育、科技等领域开始以空前的效率加速融合，同时受益。[4]

与此同时，随着苏联同时向中美出击，在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之后，“双方

进而形成一种松散的同盟关系”。[5]这是苏联让中美两国在主观认知方面都感受到

了“结盟”必要性的客观结果，中美两国在安全关系上实现了安全感的压力均

衡。邓小平希望美国更多地承担起限制苏联扩张的责任，并主动承担起教训越南

的任务；而卡特总统也希望能够孤立苏联和越南，中美在安全问题上达成了很高

的默契。[6]

在中美两国于经济和安全问题领域内实现均衡之后，两国整体关系的脆弱性

大大减弱，以至于台湾问题再次浮出水面之后，两国决策层都不得不考虑“新的

[1] 陶文钊、倪峰、袁征、刘得手、周永瑞：《当代中美关系研究（197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12年版，第54页。

[2] Jin Xiaoming, “The China- U.S. Relationship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Emerging
Technological Trajectory in the 21st Century ,Troy, New York: 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Sept. 4-6, 2003,
p.5.

[3] 陶文钊、倪峰、袁征、刘得手、周永瑞：《当代中美关系研究（1979~2009）》，第56页。

[4] Joyce K. Kallgren, and Denis Fred Simon, Educational Exchanges, Essays on the Sino- American
Experience, Berkeley,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Ease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7, pp.132~140.

[5] 韩长青、吴文成：“外交承诺与战略试探：万斯访华与中美关系正常化”，《外交评论》，2014年
第6期，第61页。

[6] 陶文钊、倪峰、袁征、刘得手、周永瑞：《当代中美关系研究（1979~2009）》，第5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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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局”。卡特时期整体中美关系危机主要集中在台湾问题：一是中美建交的第二

年，美国便开始准备向中国台湾出售包括FX系列战斗机在内的先进武器；二是

美国大选过程中，竞选人里根连续发表对中美关系不负责任的言论，比如继续称

台湾为“中华民国”等，并攻击卡特的对华友好政策。中国方面对此做出了强硬

反馈，甚至不惜将两国关系从大使级将为代办级。[1]中美关系在这种背景下进入

了里根时代。

事实证明，两国决策层都不愿放弃业已开启的经济和安全关系，台湾问题没

有对整体中美关系大局形成实质性冲击。里根在赢得总统大选之后，在黑格的启

发和坚持下，很快领悟美国的战略利益不在中国台湾，而在中国大陆，把个人感

情带入国家战略极不理智。为了维护中美“压舱石”的稳定，在经济方面，美国

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意把中国的贸易地位改为“友好的非盟国”，以便“向中国转

让某些先进技术，包括军民两用技术，并允许中国通过商业途径向美国购买防御

性武器”，[2]这说明美国在中美关系面临挑战之际寻求主动扩大中美贸易边界。在

安全方面，里根继续将苏联作为美国军事战略的主要对象，尽管他在执政之初没

有完全认识到中国对于遏制苏联的战略作用，但是也很快恢复了战略清醒，尤其

是“里根主义”形成之后，“里根政府积极倡导主动进取地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

的主导权”。[3]美国开始多次主动澄清美台关系的性质，并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做出

了一些非实质性让步。中国方面也做出了类似考量，尽管中国领导人开始对中苏

关系进行反思，但是至少在《八一七公报》发布之前，中国整体对外战略仍然继

续保持在“联美反苏”的轨道上。[4]中美双方在共同的利益考量下做出了各自妥

协，至 1982年，中美发布《八一七公报》，美国宣布不追求“两个中国政策”，

且并不追求一个长期的对台军售计划，双方同时还强调要加强经济、文化、教

育、科技和其他方面的联系，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扩张。[5]显而易见，《八一

七公报》的内容完全证明了这一阶段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牢牢锁定在经济与安

[1] 陶文钊、倪峰、袁征、刘得手、周永瑞：《当代中美关系研究（1979~2009）》，第59~60页。

[2] 陶文钊、倪峰、袁征、刘得手、周永瑞：《当代中美关系研究（1979~2009）》，第62页。

[3] 陈东晓：“保守主义外交理念与里根政府的对外军事干预政策”，《美国研究》，2003年第 2期，

第35页。

[4] 樊超：“对抗性外交、战略框架转换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形成——以《八一七公报》谈判为中

心”，《外交评论》，2016年第5期，第67页。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中国网，2012年 8月 17日，

参见网页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2-08/17/content_26261784_4.htm[2019-02-11]。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张一飞

80



全关系，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相互妥协的根本依据是两国经济发展与安全压力的均

衡关系。

（二） 老布什、克林顿时期（1989－2001）
假设2：安全关系的“压舱石”作用消失，经济关系的“压舱石”作用上升

从里根执政后期开始，苏联逐渐式微，中苏关系与美苏关系都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缓和，即两国的安全压力不仅同时减小，而且不再均衡，中美两国的安全关

系不再符合“压舱石”定义。值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际，“美国行政当局已经

不能够以安全利益为由来主导对华政策的制定”。[1]因此，在老布什总统执政之

初，中美关系因双“压舱石”结构突然崩塌，而单“压舱石”结构尚未被适应，

出现了严重倒退，危机考验再次到来。

在美国国会反华情绪达到历史最高点时，甚至有极右派国会议员要求与中国

断绝外交关系。老布什总统试图将对中国的制裁仅仅限制在军事和社会交流范围

内，但国会则坚持要把政治制裁和军事制裁推广至经济制裁，许多对华投资和贷

款都被中止。[2]但是，“经济关系”压舱石的作用很快得以体现，无论美国国会如

何强硬，都改变不了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的事实。[3]在激动情绪过

后，美国国会理智渐复，尤其是“参议院的法案稍微缓和，并赋予总统更大的自

由权，总统可以根据自己对于国家利益的评估决定取消制裁”。[4]到了 1990年代

初，老布什总统与邓小平出于经济考虑开始为双边关系的缓和做出各自的努力，

尤其是老布什总统坚决和国会斗争，为中国争取最惠国待遇，中国则根据美国

内政和中国实际的走向，在不失原则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配合老布什总统恢复

两国经济关系。[5]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经济关系仍是双方最高决策层关注的核心

议题。

另一个考验仍然是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这对美国而言仍然是经济问题：由于

苏联解体，美国国内削减国防开支，迫使国内军火商向外寻找市场，而中国台湾

的经济发展使其成为最佳军售对象之一。[6]因此，1990年代初，美国决定向“台

[1] 陶文钊、倪峰、袁征、刘得手、周永瑞：《当代中美关系研究（1979~2009）》，第85~86页。

[2] 陶文钊、倪峰、袁征、刘得手、周永瑞：《当代中美关系研究（1979~2009）》，第88~91页。

[3] 陶文钊、倪峰、袁征、刘得手、周永瑞：《当代中美关系研究（1979~2009）》，第111页。

[4] 陶文钊、倪峰、袁征、刘得手、周永瑞：《当代中美关系研究（1979~2009）》，第90页。

[5] 陶文钊、倪峰、袁征、刘得手、周永瑞：《当代中美关系研究（1979~2009）》，第111~132页。

[6] Steven M. Goldstein and Randall Schriver, “An Uncertain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Taiwan an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5, Mar. 2001, p.155.

国际经济评论/2019 年/第 2 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压舱石”的演变进程、内在动力与未来走向

81



湾当局”出售F-16战斗机，对中美关系而言无疑是严峻考验。而老布什总统看

准了经济关系的“压舱石”作用，在对台出售先进武器的同时，积极解除对中国

的经济和技术制裁，恢复中美商业与贸易联合委员会的活动，取消四项对华军售

禁令。[1]尽管这些做法完全不足以挽回美国违背《八一七公报》的国际声誉，也

不足以使中国放弃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但却足以说明中美经济关系的作用在美

国决策者心中的地位。中国则因势利导，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坚持改

革开放，并在1992年开始推行市场经济，“努力遏制中美关系的大幅下滑”。[2]

克林顿时期是中美关系又一个重要关口，在此阶段中美两国已经基本适应后

冷战时期的单“压舱石”状态，中美关系的数次重大危机都在经济关系的稳定作

用下平稳度过。最先对中美关系进行考验的是美国提出的人权问题，克林顿在执

政之初坚持把对华最惠国待遇同人权挂钩，而最终又不得不在美国在华经济受到

严重损害的情况下，取消给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以及年度审议制度。[3]中国在实

行市场经济体制后，更是主张经济问题和其他问题脱钩，以为中美贸易关系发展

打开通道。中美经济关系的重要性得以体现。

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是对中美关系的又一次考验。克林顿政府试图试探

中国在美台关系上的底线，接待“台独分子”，向台海地区派遣航母编队，但是在中

国显示出并未懈怠的军事准备与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定决心之后，美国迅速放弃试

探，[4]并提出具有强烈经济暗示的“对华政策三原则”，包括维持中国的安定和开

放，支持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以及寻求对华对话和接触。[5]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

总统随后也一致表示：“两国合作的基础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6]并共同签

署《中美联合宣言》，这是中美建设战略伙伴关系的起点。此后，克林顿总统做

出“不支持台独，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

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的“三不”承诺。[7]

[1] 陶文钊、倪峰、袁征、刘得手、周永瑞：《当代中美关系研究（1979~2009）》，第137页。

[2] 陶文钊、倪峰、袁征、刘得手、周永瑞：《当代中美关系研究（1979~2009）》，第137页。

[3] 陶文钊、倪峰、袁征、刘得手、周永瑞：《当代中美关系研究（1979~2009）》，第172页。

[4] 王缉思、徐辉：“中美危机行为比较分析”，《美国研究》，2005年第2期，第27页。

[5] [美]沃伦·克里斯托弗著，苏广辉译：《美国新外交：经济、防务、民主》，新华出版社，1999
年版，第405页。

[6] 辛华编：《构筑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中美首脑互访记实》，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 129
页。

[7] “克林顿公开重申对台‘三不’承诺”，1998年 7月 1日，参见网页：http://www.people.com.cn/
9807/01/current/newfiles/a1060.html[2019-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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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5月的“炸馆事件”是冷战结束后中美最严重的一次外交危机。美国

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激怒了中国与国际社会，中国要求美方道歉和

赔偿，而美国在两轮谈判之后，同意再次道歉，并向中国政府支付450万美元赔

偿金。至当年“9月11日，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在新西兰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第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会晤，双方就恢复和发展两国‘面向 21世纪

的建设性关系’达成新的一致意见”。[1]

贯穿整个 1990年代，中美经济关系的迅猛发展是一切危机管理最重要的宏

观背景，中美之间捐弃冲突，建立全面建设性关系、战略伙伴关系的首要目的，

是维护双边经济发展大局。自1990年至2000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从200.3亿美元

增长到 1164亿美元（美方统计），美国在华投资从 4.3亿美元增长到 43亿美元

（1999年），中美还达成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 [2]可以说，这一阶段

中，中美间人文、军事、高层政治等领域的交往都在为经济交往服务。

（三） 小布什、奥巴马时期（2001－2017）
假设3：中美关系从单“压舱石”结构再次回归双“压舱石”结构

随着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不断巩固和中国综合国力的全球性崛起，越来越多

的“美国问题”波及到中国乃至全球，给中美两国带来新的挑战，但也同时为中

美双方创造新的合作机遇，甚至形成新的阶段性“压舱石”创造了有利条件。

21世纪初，中美关系单“压舱石”结构的弊端开始显现，即经济关系向其他

领域的功能外溢出现障碍。中美两国社会文化、经济模式和政府体制的巨大差异

决定了中美之间很难像欧洲大陆国家之间那样，从经济合作迅速衍生出政治合作

倾向，经济关系作为“压舱石”只能确保两国关系的“底线”，而无法延展出

“上线”。小布什总统执政之初，中美便出现了南海撞机事件，尽管美方进行了道

歉，中国归还了飞机，[3]但是两国的敌对意向在没有突破经济关系底线的情况下

明显上升。

就在中美在经济关系“压舱石”作用下寻求重启友好关系之际，“9 · 11”事

件爆发，美国乃至全世界主要国家的国家安全观都因此发生了重要变化。“美国

[1] 吴白乙：“中国对‘炸馆事件’的危机管理”，《对抗·博弈·合作：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案例分

析》（张沱生、[美]史文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244页。

[2] 陶文钊、倪峰、袁征、刘得手、周永瑞：《当代中美关系研究（1979~2009）》，第164~165页。

[3] 陶文钊、倪峰、袁征、刘得手、周永瑞：《当代中美关系研究（1979~2009）》，第189~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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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意识到，非传统威胁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真正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布什

宣布美国处于战争之中。反恐被列为美国的第一要务，客观上为中美关系的发展

提供了契机”。[1]而中国“作为一个具有独立自主外交传统、自身存在民族分裂和

恐怖活动隐忧的国家，在立即对美表示政治支持外，还采取关闭中阿边界、提供

情报分享等具体措施予以实际支持”。[2]问题的关键不是恐怖主义是否对中美在客

观上形成了等量齐观的威胁，而是中美两国在主观上都感受到了均衡的非传统安

全威胁压力，且都认可国际安全进入了新的时期。因此，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

传统安全威胁才会具备成为“压舱石”的资质。中美关系也由此回归双“压舱

石”结构。

同时，小布什总统执政期间是中美经贸关系加速深度融合的时期。尤其是

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之后，中美双边贸易迅猛增长并带动太平洋两岸就业增

加。“2001年两国贸易额美方统计是 1215亿美元，中方统计是 804亿美元；2007
年这个数字已经跃升为 3215亿美元和 3020亿美元。中美两国互为第二大贸易伙

伴，中国连续五年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3]从“压舱石”的角度看，“经

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使和平共处成为这两个太平洋大国十分重要的共同利益”。[4]

奥巴马总统上台之后，中美关系阶段性“压舱石”的具体内容在非传统安全

领域发生了平移。由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严重消耗了美国的经济力量，奥

巴马试图将反恐战争放至国家战略的次要位置，尤其是奥巴马的竞选宣言“正式

表明，十年反恐战争作为美国战略的一页被正式地翻过去了，全球反恐战争正式

结束”。[5]而中国方面，恐怖主义逐渐内政化、区域化，日渐处于国际反恐合作的

外围。[6]恐怖主义问题不再成为双方关注的重大问题领域，其“压舱石”地位也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昙花一现。但是，几乎与此同时，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效

应使中美立刻迎来了新的共同挑战，“进入2008年，危机持续扩大，并逐渐影响

到实体经济以及向全球蔓延，演变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国经济也未能幸

[1] 陶文钊、倪峰、袁征、刘得手、周永瑞：《当代中美关系研究（1979~2009）》，第191页。

[2] 袁鹏：“‘9 · 11事件’与中美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11期，第22页。

[3] 陶文钊、倪峰、袁征、刘得手、周永瑞：《当代中美关系研究（1979~2009）》，第222页。

[4] Aaron L. Friedberg, “The Future of U.S.- China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0, No.2, Autumn 2005, p.13.

[5] 陶文钊：《破解大国冲突的宿命——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版，第13页。

[6] 王珏：“全球化背景下中美反恐合作的思考”，《国际观察》，2004年第3期，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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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1]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接力棒从“恐怖分子”之手传到了“金融动荡”之手。

而此时“中国正处在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有许多改革需要实施，加强知识产

权的保护，规范市场，改革金融系统，使人民币向着浮动汇率发展，这些是中国

经济发展本身的需要”，[2]其中也与美国的战略期许和即时需求有许多重合之处。

中美共同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美国制衡中国发展

的行动。尽管奥巴马上台之初便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但正如希拉里·克林

顿所言，“奥巴马总统和我都认为，必须基于原则与现实的结合，而不是僵硬的

意识形态；必须基于事实和证据，而不是情绪或偏见”。整体而言，奥巴马执行

的是务实外交，对于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认知较为深刻，承认相互依赖，并在一

定程度上欢迎中国崛起。[3]即使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亚

太再平衡战略也仅仅停留在外围军事活动与官方话语体系。美国在东亚的战略目

标是与该地区从政治和经济上深度绑定，并推动该地区的开放与合作，[4]这也和

中国的经济发展目标有一定的重合。可以说，奥巴马执政期间，中美关系的两块

“压舱石”出现了合流之势，经济关系压舱石逐渐覆盖非传统安全压舱石。同

时，“奥巴马政府在一系列敏感问题上避免采取刺激中国、影响中美关系的策

略”。[5]

（四） 特朗普时期（2017年至今）

假设4：中美关系“压舱石”正在消解

自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美国保守主义倾向明显加深，美国对于“接触”战

略的耐心逐渐消失，试图通过“脱钩”来扭转传统战略中的“接触”部分。尽管

客观上中美经济关系仍然处于相对均衡和互补的状态，但是美国对于中美合作的

认知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特朗普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对美国的客观威胁，中美

合作是美国被中国利用，却忽略了“只有美国从主观上尊重和接受中国的政治制

度和国内体制，中国才会真心尊重和接受美国在世界范围的领导”。[6]这种权力性

[1] 谭秉禹：“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9年第 4期，第 78
页。

[2] 陶文钊：《破解大国冲突的宿命——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第101页。

[3] 陶文钊：“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走向”，《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第8页。

[4] G. John Ikenberry, “From Hegemony to the Balance of Pow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Unification Studies, Vol.23, No.2, 2014, pp 50~51.

[5] 樊吉社：“美国对华战略的漂流：适应抑或防范？”，《外交评论》，2013年第1期，第66页。

[6] Christopher D. Yung, “A Pivot of Their Own: China Reassesses the Balance to Asia Policy, and What that
Means fo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Asia Policy”, MCU Journal, Vol.8, No.1, Spring 2017, 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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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见导致中美两国对经济关系的获益性认知不再均衡，（覆盖了非传统安全关系

的）经济关系的“压舱石”地位受到挑战。

因此，中美关系抵御危机挑战的能力呈现出持续下降趋势。美国在《国家安

全报告》中将中国列为“修正主义国家”之首；[1]在自身也承受巨大损失的情况

下，持续对中国的权重产品加税；构建“印太战略”；对中国台湾出售价值14亿
美元的军备并通过“台湾旅行法”；[2]指责中国干预美国的中期选举。这些危险行

为正在一次次抬高中美之间的敌对意向。甚至可以说，贸易战只是全面战的初始

阶段和初始领域，美国选择贸易领域入手，是因为中国经济对贸易的依赖性甚

强，中国对贸易问题更容易让步，以贸易打击中国更容易将负面影响传导至中国

的社会层面。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对华战略框架的保守主义倾向调整是美国各阶

层，尤其是精英层的共识，而并非特朗普一人的战略倾向。[3]这种导致中美经济

关系在主观层面失衡的因素还在继续发酵，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美

关系“压舱石”仍将持续消解。

综上所述，中美关系“压舱石”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变，以经济关系为长期

存在的“压舱石”，以不同主题的安全关系为阶段性存在“压舱石”。

表1 1979－2018年中美关系“压舱石”演变轨迹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1] Lim Yan Liang, “US Defense Paper Rapped for Labelling China, Russia as ‘Revisionist Powers’” ,
The Straits Times, Jan.21,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straitstimes.com/world/us-defence-paper-rapped-for
-labelling-china-russia-as-revisionist-powers?xtor=cs11-86[2019-02-11] .

[2] Valerie Niquet, “Essay: Sino- US Strategic Tensions under Xi and Trump: Old Issues, New
Approaches”, Japan Review, Vol.1, No.3, Spring 2018, p.81.

[3] 韩召颖、岳峰：“金融危机后美国的新孤立主义思潮探析”，《美国研究》，2017年第5期，第13~
14页。

阶段

卡特-里根阶段

老布什-克林顿阶段

小布什-奥巴马阶段

特朗普阶段

阶段性“压舱石”

（传统）安全关系

无

（非传统）安全关系

无

长期性“压舱石”

经济关系

经济关系

经济关系

正在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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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压舱石”的演变动力

（一）长期性“压舱石”的演变动力

在 1979－2017年近四十年中，经济关系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其中美两国关

系的“压舱石”地位，主要是因为中美两国各自的内部变迁相对重合，这使得中

美两国可以相对均衡地获取和认知经济收益。

从客观方面讲，中美两国经济结构在很长时期内十分互补。至少在 2008年
以前，“两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均逐渐增多，中美两国都在日益加快的经济全

球化进程中获得了较大的国际分工利益”，但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分布比较集

中”，“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多于中国”。[1]“美国作为成熟的经济体和世界上

最大的发达国家，技术创新、应用始终走在世界各国前列，在中、高技术产业中

获得了越来越强的竞争力。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自主创新能力还相对较弱，比

较优势集中在低技术产品或高技术产品的劳动密集型环节上”。[2]从进出口总量来

看，“中美贸易额从 1979年的 25亿美元增长到 2016年的 5196亿美元，38年间增

长了 211倍”，其中，“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出口为美国创造至少 67.8万个就业岗

位，占全部出口创造就业的10%”，“美国服务业对话出口长期存在顺差，2016年
高达500多亿美元，直接为美国创造了近30万个就业岗位”；[3]而中国也依靠引进

学习和技术革新在产业和产品升级方面有着快速进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出口

贸易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之一。[4]中美发挥比较各自优势，带动各自国

内深层次的社会变化，这远非进出口逆差或顺差比可以衡量。

从主观方面讲，中美两国世界观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发生了同频重合。二战之

后，美国获得冷战胜利以及冷战后得以继续主导世界的主观原因在于，美国始终

不遗余力地从旧时代“帝国主义的美国”向新时代“世界主义的美国”转变。两

者区别在于，“帝国主义的美国”试图按照自己的构想改变世界，而“世界主义

[1] 冯耀祥：“中美比较优势变迁之比较”，《经济学家》，2009年第6期，第95页。

[2] 冯耀祥：“中美比较优势变迁之比较”，第95页。

[3] 晓瑞：“‘特朗普时代’的中美经贸关系重构”，《中外企业文化》，2017年第2期，第42页。

[4] 李强、唐磊：“中美贸易结构的稳定性分析：基于产品周期理论的研究”，《国际贸易问题》，

2009年第6期，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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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国”希望根据世界改变自己。[1]尽管“盎格鲁—萨克逊”和新教的社会文化

基因会时常诱惑美国决策者向世界推销本国的价值观念和民主制度，但整体而

言，在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下，边缘国家和中心国家的界限毕竟出现了模糊化趋

势：新兴经济体蓬勃发展，“金砖国家”组织化程度日益增强，拉美国家在世界

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从一个地区性国家迅速成长为全球性国

家，甚至美国的传统盟友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政治自由，并时常与美国发生龃

龉。与此同时，中国更是积极从“孤立于世界的中国”向“积极融入世界的中

国”转变，自 1978年以来，在和平崛起的前提下，中国对内经历了制度民主

化、经济自由化、政府服务化改革；[2]对外从向世界规则靠拢，逐渐开始为世界

规则贡献中国智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习近平将其

解读为“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新型权力观，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利益观，共

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不同文明兼收并蓄、交流互鉴的文明观”。[3]

在大部分时期，这两种世界观在形成过程中有相当多的重合阶段，这也是中美两

国通常能够认知到中美经济关系处于均衡状态，进而使经济关系长期处于“压舱

石”地位的主观根源。

然而，目前主客观两方面推动经济关系向更具有“压舱石”特质的方向演变

的动力都在明显衰竭。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

国，其产业结构正在从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向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加速转

型。“通过回顾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三次产业产出结构、内部结构以及就业结

构变迁的历程和特点，可以发现，中国产业结构变迁趋势符合产业结构演变的一

般规律，并且已经具备了后工业化时期的特点。”[4]换言之，中国与美国由比较优

势带来的产业互补性正在下降。同时，特朗普执政前后，美国的世界观正在从

“世界主义的美国”向“帝国主义的美国”，至少是“保守主义的美国”倒退。所

谓的“美国优先”包括三重含义：一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排序在国际价值排序之

[1]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

2010年版，第266~267页。

[2] Harry Hard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The Brookings Review, Vol.2, No.3, Spring 1984, pp.3~
6.

[3] 王宏岳：“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价值诉求——基于当代世界主义的理论视角”，载《外交与国际

关系新疆域、新趋势：理论与实践的探索》（王逸舟、张小明、庄俊举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版，第145页。

[4] 干春晖、王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回顾与展望”，《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年
第8期，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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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是美国要开始拒绝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已经提供的公共产品要开始回

收；三是美国要积极按照美国自身的标准用强力改变世界，使世界更加符合美国

的国家利益。这种变化与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世界主义追求格格不

入，美国不仅认为中美经济关系，尤其是两国经济收益处于失衡状态，而且认为

就中国而言，“和平”与“崛起”存在天然矛盾，担心自身霸权受到挑战，不断

加深对中美关系的敌对性建构。因此，由于正向演变动力不足，中美关系的长期

性“压舱石”正处于消解进程之中。

（二）阶段性“压舱石”的演变动力

如果说“长期性”压舱石的加固和消解主要由于中美两国自身的主客观变

化，则“阶段性”压舱石的出现和消解通常源于外部条件变化，或者中美两国外

溢的全球性影响反向对两国本身形成倒逼和建构。

通过观察历史可以发现，阶段性“压舱石”的出现大体与以下三种外部恐惧

相关。

第一， 国际结构发生变化引发的恐惧。国际结构的作用是一种大于意识形

态作用的客观存在，“国家首要关注的不是权力最大化，而是维持自身在系统中

的地位。如果可以自由选择的话，国家将涌向较弱的一方，因为威胁它们安全的

是较强的一方”。[1]这种结构不仅包括客观结构，也包括由进攻意图大小构成的主

观结构。在1969年“珍宝岛”战役之前，中国在名义上仍然执行“一边倒”，而

到了 1970年代初，随着苏联进攻性日益加强，“中美苏战略大三角”才正式形

成。这是两极格局中的一种新变化，虽然客观的权力格局没有改变，但是，由于

苏联进攻意图增强，而进攻意图也会激发国家的制衡行为，[2]中美两国才会在主

观国际结构的变化下形成松散联盟。

第二， 国际安全中新生事物造成的恐惧。人类对于未知事物的恐惧往往使

眼前的危险相形见绌。尤其是在某种造成巨大破坏力的新生事物初生之际，是恐

惧的顶点。[3]中美两国在21世纪初始具有一定的对抗情绪，但是在情绪缓解的过

程中（中国加入WTO前夜，美国对华战略尚未出现重大调整），出现了震惊世界

的“9 · 11”事件，这直接导致美国的战略理性情绪化，同时中国道义化战略传

统被激发。事实证明，尽管恐怖主义作为一种相对发展且突出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1] [美] 肯尼斯·华尔兹，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页。

[2] [美] 斯蒂芬·沃尔特，周丕启译：《联盟的起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3] [英] 霍布斯著，黎思复、黎廷弼译：《利维坦》，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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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世界造成了巨大的政策影响，但是其实力与能力仍然完全不足以与主权国家相

对抗，它对美国和世界心理层面的伤害远胜于物理层面的伤害。

第三， 全球化建构的恐惧。美国作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超级大国，其国

内现象通常具有外溢效应；而中国的快速崛起使中国对于这种外溢效应尤其敏

感，并很容易从这种外溢效应的受动者变成施动者。全球化不仅可以使技术便利

和贸易红利迅速扩大，也容易使大国危机和恐慌心理迅速扩散。随着越来越多的

国家在全球化作用下卷入这种受动者和施动者之间的身份摆荡，全球性合作应运

而生，而这种合作势必由大国领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是这种“先由内而

外，再由外而内”的建构结果的典型代表。

而阶段性“压舱石”的消解也正是由于以下三种外部恐惧的消失或者稀释。

第一， 国际结构向着有利于中美某一方的方向倾斜。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另

一个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但是其解体的客观结果使国际结构出现了

“一超多强”的局面，美国的结构压力几乎在一瞬间反弹为结构优势。美国在主

客观两方面都失去了和中国合作的基础。进攻性现实主义取代防御性现实主义成

为美国对外战略的主流，这种情绪反弹带来的政策影响一直持续到奥巴马执政中

期，美国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几乎触碰到进攻能力的天花板。中国方面则继续保持

其韬光养晦的一贯风格，在美国耗散其实力的过程中不断积蓄实力，这种双方主

观世界的动静状态也是导致中美实力差距相对缩小的原因之一。但是，中短期

内，中国的综合国力与美国尚有巨大差距。

第二， 国际安全中的新生事物明晰化。源自未知的恐惧只能通过对未知的

明确来解除。随着关于恐怖主义的想象力被不断证明和证伪，恐怖主义威胁行动

力的底线和上线逐渐被主要大国探明，各国的反恐机制运转有力，反恐工作节节

胜利。尽管恐怖主义威胁在客观层面仍然猖獗，并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但是就

主观压力而言，已经远不如2001年之后的几年里那般强大。即使如“ISIS”这样

更为强大恐怖组织的出现，也再未引起过中美两国对外战略的重大变化，且被国

际社会迅速合力重创。[1]恐怖主义“压舱石”地位的消散不是因为中美双方感到

的压力不再均衡，而是这一问题领域的重要性不再能够达到一定的程度。

第三， 全球性恐慌常态化。人类在 19世纪到 20世纪经历过多次金融危机，

因此，2008年金融危机并不是某种新生事物。虽然这次金融危机给整体世界经

[1] 宫小飞：“‘伊斯兰国’遭重创后前景评估”，《和平与发展》，2018年第2期，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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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蒙上了巨大阴影，但是人们也对于金融危机的产生原理和作用方式更加习

以为常，各国政府深知如果不改变目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政治

制度构成，在资本主义基本社会矛盾作用下，经济危机必然周期性出现且在全球

化背景下被越来越快地扩大，[1]这种对经济危机规律的认知也是造成当今世界大

部分国家都有回归保守主义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某种问题领域中的压力出现

常态化趋势，即对中美两国的均衡压力会长久持续，且基本无望解除或倾斜，在

两国对于该压力所产生的破坏力有足够心理预期和预备手段的情况下，该问题领

域的重要性也会下降。

关于未来中美关系“压舱石”的评估

结合中美关系“压舱石”的演变历史和演变动力，对于其未来的存在与变

化，可以从其总体特征、演变趋势以及逆向演变的条件等方面加以评估。

（一） 中美关系“压舱石”的总体特征

首先，中美关系“压舱石”的演变进程从中国主导逐渐变为美国主导。2000
年以前，长期“压舱石”出现于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对美开放之际；传统安全

“压舱石”出现于中国脱离苏联阵营、开启“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之际，美国主

要扮演反应角色。但是，进入 21世纪之后，非传统安全“阶段性”压舱石的出

现通常取决于美国国内问题的兴起，虽然中国在被卷入之后可以立刻调动积极态

度，但是议题的发生毕竟源于美国；而“阶段性”压舱石的消散也通常是由于美

国解决或适应了问题，尤其是美国主观认知发生了变化之后，甚至会出现客观情

况变化甚微，而该问题领域重要性自然下降的情况。

其次，国际结构的变化是“压舱石”最重要的演变动力。从客观方面讲，由

国际结构变化所形成或消除的“压舱石”持续时间远比其他原因所形成或消除的

“压舱石”存在时间更长，影响更为深刻，内政辐射效应更为明显；从主观方面

讲，由国际结构变化所形成或消除的“压舱石”影响更多的人群，其强大建构力

具有基础性、普遍性作用，而在信息量越来越大、世俗生活变化越来越快的现实

中，由新生事物或新生现象所形成的“压舱石”注定具有越来越低的冲击力，人

[1] 陈文龙：“国际金融危机常态化背景下维护中央权威的作用及措施”，《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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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于“新奇感”的脱敏会使后者越来越不易形成均衡压力。

最后，旧的“压舱石”正在消解而新的“压舱石”尚未出现。虽然现在讲中

美经济关系这一长期性“压舱石”已经消解言之尚早，但是这种建构进程已经开

始。从历史经验来看，“没有压舱石”本身并不是两国关系的灾难，但是“压舱

石”的作用类似于人体免疫系统，它可以使病毒出现时不至于对人体造伤害，至

少不会造成致命伤。如果长期性“压舱石”彻底消解，中美在未来冲突或危机中

避免全面对抗风险的能力将急剧下滑。

（二） 中美关系“0压舱石”状态的演变趋势

从“压舱石”的演变动力来看，作用最大的国际结构的变化正在朝着不利于

“压舱石”存在的方向演变。在中美两国缺少共有、均衡安全压力的情况下，美

国主动把中国视为安全压力的来源，而中国继续奉行“无假想敌”外交，这将不

可避免地加剧两国安全压力的对立性和非均衡性。同时，中国经济能力开始逐渐

凸显，中美合作中的相对收益差开始比绝对收益值更加引人注目，美国心理进一

步失衡，经济关系的对立性和非均衡性也开始出现。在战略对立背景下，两个问

题领域的推拉合力不仅在动摇经济关系这一旧“压舱石”，也在增加新“压舱

石”出现的难度。

深究美国对华开启恶意建构的心理根源，在于美国的对外战略通常以“敌

人”存在为基础。“有敌人存在”是其开展对外关系的一种心理习惯，西方文明

的“二元对立”政治哲学传统通常认为“要有别人，人们才能给自己界定身

份”，“只要能在心理上跟另一批人为敌，我们自己就会加强凝聚力，从敌我对比

之中得到满足”。[1]同时，中国崛起的客观现实又加剧了这种心理，但中国不可能

为了避免使自身成为美国战略图谱中的明显标识，便牺牲崛起速度或者推诿承担

国际责任。中国一再表明自身没有颠覆现行国际秩序的意愿，但是“大国政治的

悲剧”正是国家之间无法分辨对方的真实意图，而国家又往往只相信其愿意相信

的事实。在美国进一步寻找敌人的需求上升和中国持续和平崛起的主客观背景

下，中美之间的对立性和非均衡性势必呈现出加剧趋势，可以形成“压舱石”的

土壤日渐稀薄。

但是，长期性“压舱石”仍然处于演变过程之中，虽渐消解，却未消亡。尽

[1]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

2010年版，第20~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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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国际结构、美国战略文化等深刻要素似乎不利于长期性“压舱石”的连续性存

在，但这也许正揭示了长期性“压舱石”围绕经济关系非连续性点状绵延的存在

形式——其“长期性”未必表现为友好关系的“连续性”而是表现为经济主题的

“延续性”。如前文所述，“压舱石”的演变动力兼具客观和主观成分，甚至主观

成分（如世界观和恐惧感的变化等）更为重要。而在主观成分中，除了长期稳定

存在的文化性根源之外，还有即时性的利益思维。主观成分因后者而产生的易变

性决定了“压舱石”演变的可逆性，而这恰恰为某些利益因素发挥巨大作用留下

了充足的空间。尽管目前美国以政治逻辑取代了市场逻辑，或者以主观意愿主导

着客观需求，但是其客观需求也必然会进一步反作用于主观意愿。虽然某些深层

次原因决定了美国绝不可能放任中国零阻力崛起，但是某些长期存在的现实经济

利益也决定了美国不得不非连续地在经济利益方面与和平崛起的中国妥协，在一

些阶段重新评估经济关系作为“压舱石”的作用。

同时，即使在美国目前所追求的“纯遏制”战略框架内，也存在错误知觉的

消极干扰，而错误知觉在实践中则有可能被部分或全部纠正。比如，在发动对华

贸易战的决策中，美国决策者对中国和本国都出现了“统一性知觉”，即将一个

国家的行为视为集中统一、事先谋划、协调一致的。[1]但事实上，国际关系是多

元利益认知互动的结果，除非“在双方之间存在完全的共同利益，即使在寻求和

达到共同利益的过程中也没有出现任何分歧；或者两者之间存在完全的冲突，即

使发动两败俱伤式的战争也没有丝毫共同利益可言”，[2]绝不会有一个大国可以就

某一国际问题在国内实现绝对意义上的观点和力量的统一。许多美国官员和学者

将中国视为铁板一块，甚至有人认为在中国国内自上而下存在一个“百年马拉

松”式的称霸规划，[3]这既忽视了中国多元社会力量格局的实质性变化，也忽视

了中国政治多元一体的真实国情。事实上，如中国一般的巨型体量大国所面临的

内部结构异常复杂，新生问题层出不穷，利益分配动态起伏，中国自古以来便不

是单凭强大的中央政府权威就可以得到良性治理的政治实体，社会的利益关注和

辅助作用从来不容忽视，遑论将一种不符合中国人民价值观和战略利益的错误战

[1] [美] 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版，第332页。

[2] [美] 托马斯·谢林著，赵华等译：《冲突的战略》，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3] “美专家新书滑稽观点：中国计划‘忽悠’西方百年”，2015年 2月 12日，参见网页：http://
world.people.com.cn/n/2015/0212/c157278-26552023.html[2019-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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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坚持百年之久。与此同理，美国决策层也高估了本国的“统一性”。事实上，

作为体量更大且社会力量更加分散的美国，更不可能在一个导致社会利益长期流

失的战略方向上稳定连续地凝聚力量。即使其政治逻辑被国内部分精英接受，也

很难获得公众的长时间积极配合。在中美利益交融至深，美国“伤敌一千，自损

八百”的背景下，其可预期的错误知觉的纠正也将有利于缓和或纠正美国目前的

对华战略，进而重塑长期性“压舱石”。

这里需要强调两点：第一，非连续性的经济合作关系不可被视为阶段性“压

舱石”。后者的阶段性体现在合作主题的更迭，前者的非连续性体现在合作程度

的起伏，而问题领域稳定如一，两者具有本质差别。第二，如果美国发现贸易战

等行为对本国造成的伤害超出了原先预期的阈值，则有可能重新调整对华战略，

但中国必须对这种调整的性质具有清醒的认识，其“不得已”心理多于“真合

作”意愿，仍然不能沉浸在自由主义的迷梦中，而要随时做好应对“0压舱石”

状况出现的准备。

（三） 新“压舱石”出现的可能性

尽管旧的“压舱石”已经随着国际结构的演变而出现了消解趋势，但是如果

把研究视野放宽，则会发现，在下列几种情形中，中美关系仍有可能出现新的阶

段性，甚至长期性“压舱石”。

情形1：不受人类控制的智能科技威胁出现。

智能科技一旦产生自觉性，不再受人类控制，中美作为该领域的领先国家必

将再次感受到均衡的安全压力，搁置传统积怨，联合解决新的安全威胁。尽管人

工智能知识界普遍认为智能机器离具备人脑的功能还差很远，[1]但是它们要对人

类形成安全威胁却未必需要人脑的全部功能，而只需要独立意识。同时，从人类

的科技发展史来看，从有人类到出现文明用了300万年，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

用了3000年，从工业社会到电子社会用了300年，而从电子社会到信息社会只用

了 30年，科技的非线性发展速率说明，我们无法确保智能机器不会在很短的时

间内在意识上产生独立性，并对人类整体构成威胁。

情形2：中美两国至少有一国发生重大的内部变革。

大国发生的内部变革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主动改革。所有理性的改革

[1] [美] 杰夫·霍金斯、桑德拉·布拉克斯莉著，贺俊杰、李若子、杨倩译：《人工智能的未来》，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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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这将为主动妥协创造动机（哪怕是策略性的）；如果主

动改革方向与对方需求同步，将更加缓和两国关系。第二种情况是内部危机。决

策者必须对战略排序进行考量，在没有爆发外部热战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一般会

先解决内部问题，这也会为外部妥协创造动机。妥协可能会降低主观认知的非均

衡性或者客观现实的对立性，这都有助于两国在某些问题领域中出现新的交融关

系。

情形3：全球性身份建构被重新激发。

尽管逆全球化成为过去几年的普遍趋势，但这只能说明全球化出现了阻力，

而非死亡。全球化在哪些契机和条件下将被再度激发是另一个研究问题，不在本

文研究范围内，但是如果全球化在曲折中被再度重启，并开始重新建构每个国家

的全球性身份，中美也必将被卷入这一大潮，并作出适应性政策反应，这将对于

两国经济关系的修复有所裨益。

情形4：某些常规思维无法探知的重大变故。

此类情况发生的概率几乎为零，但是一旦发生，则必将对现有国际关系的理

论和伦理产生颠覆性改变，中美的一体化身份建构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此

类情况包括：外星人或海底未知生物入侵，重大考古发现对人类现有身份格局进

行颠覆，自然环境出现断崖式恶化，出现天才政治或学术人物用某种不可思议的

方法执行了某种天才设计等。

情形5：出现巨大增量利益诱惑。

人类科技的发展呈现出非线性特征，[1]每次科技革命的节点都会使新的利益

增量空间呈指数级增长。因此，如果新的科技革命节点在更短的时间内（比如

30年）到来，上一个科技阶段内的利益存量与新的利益增量相比将显得微不足

道，中美两个理性大国都不会使数字级利益成为指数级利益的机会成本。即使没

有出现紧密合作，两国也必将有限的国家动员能力用于探索和开放新的利益空

间，如果在此过程中出现技术难题，全球合作将成为唯一理性选项。

情形6：中美战略目标边界磨合成功。

大国战略目标的理性化过程通常伴随着剧烈的国际冲突，但只要危机管理得

当，大国在避免同归于尽的前提下，通常会在冲突和危机中日益明确本国战略目

[1] 从采集文明发展至农业文明耗时 30000年，从农业文明发展至工业文明耗时 3000年，从工业文

明发展至信息文明耗时3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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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合理化边界。比如，中国西汉时期汉朝和匈奴正是在一次次战争中对本国战

略目标边界进行了合理化修正，[1]使双方冲突烈度与频率逐渐降低，以至于和平

共处。“实际上，双方选手在收益相同而非利益冲突的条件下，将主动协调二者

的立场和条件，从而在类似的博弈游戏中取胜。关键在于他们能否在游戏中一起

找到某种符号或暗示或理性化条件，并且自愿接受这些因素的约束和制约，即使

这些条件对其中的一方并不是十分有利”。[2]而冲突和危机不失为在价值观、利益

和习惯等方面创造符号经验的过程。事实上，中国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的现实边界无法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得以明确；

同样，美国的全球霸权边界也不可能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完全按照其本国意

愿无限拓展，中美必须在互动中进一步了解本国战略目标的合理性边界。从这个

角度讲，中美贸易战或者其他形式的冲突只要被限定在中美两国危机管理水平的

范围以内，其长期性战略益处应该被认可——磨合意味着风险，也同样意味着机

遇。

结 语

“在新情况发生时回归历史”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在有可能到来的“0
压舱石”时代，美国很有可能发自本能地回顾上一个中美关系没有“压舱石”的

时代，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是中美因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而冷战热战的时

代。非创造性地从历史经验中汲取对抗型智慧会为中美关系平添恶化风险，但在

冷战中获得胜利的美国似乎已经产生重温“上一次胜利”之念。而一个自恋的总

统又加固了这种记忆中的路径依赖，因为“自恋者会在自我崇拜中丧失体察他者

需求的能力”，[3]遑论合作共赢的战略智慧。

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主要回顾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存在“压舱石”的历

史，并从中积极寻找合作型智慧，这不仅发乎中国的文化本心，也合乎人类历史

进步的方向。从 1978年至 2018年，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总能在危机时刻唤醒

[1] 匈奴将战略目标由“侵入长安”修正为“安居漠北”，汉朝将战略目标由“全歼匈奴”修正为

“稳定西域”。见[汉]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4~88页，第923~950页。

[2] [美] 托马斯·谢林著，赵华等译：《冲突的战略》，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

[3] Rose McDermott,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p.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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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决策层的合作型理性，并在稳定预期的指引下共克时艰，升级下一阶段合

作，这种大国外交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对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胜

利。而从演化博弈论的角度讲，自由主义者将在现实主义文化环境中被迫变成现

实主义者以自保。

尽管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框架的调整正在松动中美关系“压舱石”，但是这

也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一是因为特朗普更加集中精力于国内发展，国际

事务势必出现“霸权管理空档”，这为中国更积极发挥全球治理作用提供了机

遇。二是因为特朗普要在国内振兴本国经济，不可能完全拒斥与中国这一全球最

活跃的经济中心与最大消费市场合作。[1]因此，两国关系在经济关系松动的情况

下也不尽然呈现悲观图景，“虽然特朗普政府将中美两国关系的基调定义为战略

竞争，但是两国之间仍然可以存在大量可以合作的领域”，[2]而这些领域中有可能

孕育新的中美关系“压舱石”。

[1] 刘建飞：“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中的中美关系”，《美国研究》，2018年第2期，第16~17页。

[2] 左希迎：“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图景”，《战略决策研究》，2018年第2期，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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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describe Sino-US economic relations, the definition of“ballast”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motivation for its evolution, and its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are yet to be discuss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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